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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管理刍议—关系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 

本文试着陈述关系管理作为管理学的次领域其范围、理论基础以及应用研究

的现况，并提出对此一领域未来的展望。 

关系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社会网络理论，此一理论在社会学中发展了四十

多年，着重不同关系型态，包括种种资源交换关系和信任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形

成的网络结构的研究。本文回顾了此一理论如何研究管理学中的议题，包括个人

中心网络、企业内关系网络、企业间关系网络以及顾客关系，分别讨论这些子议

题中关系型态与网络结构的过去理论发展，并探讨这些理论在管理实务上的应

用。最后，本文提出一些未来待研究的议题，以期此一领域能有更多实务研究并

成为管理上有用的工具。 

关键词: 关系管理、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分析、顾客关系管理、企业关系管

理、社会资本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delineate the scope and theoretical base of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propose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for this new managerial area.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which have developed in sociology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focus on two research areas—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relations, including resource and trust networks.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s of social network theories in ego-centered network 

studie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customer behaviors in the 

past are reviewed. Furthermore, today’s development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ntra-organizational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also included, and some 

future research agendas are proposed, in hope that more researchers devote their 

energy to this uprising area. 

Key words: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ocial Network Theor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ocial Capital. 



壹、什么是关系管理? 

关系管理还是一个未界定清楚的管理学次领域，本文试着去勾勒与这个领域

相关的研究与管理实务。 

关系管理这个名词最直接地出现在行销领域，顾客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注 3)已经成为当今显学，因为一对一顾客关系管理在

各行各业都发展成为重要的服务，比如金融业的贵宾理财，以及很多企业对企业

服务的总体解决方案(total solution)。在其它领域则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无形资

产或智能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中则指涉一种可以由企业外透过策略结盟或授

权取得知识的管道为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Edvinsson，1997)。另外，在许

多组织行为的文献中，则经常伴随着信任关系，合作行为以及公民行为等等研究

议题出现，因为免不了地，这些议题会以员工间的关系以及关系网络的结构作为

解释变量。进一步地，这类的解释变量以及互信、合作行为被归在一个概念之下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成为最常在美国管理学界指涉关系管理的

名词，又被分为内部社会资本(Internal Social Capital)及外部社会资本(External 

Social Capital；Adler and Kwon，2002)。内部社会资本是团队管理、知识管理、

项目管理以及公民行为等等议题的研究焦点。外部社会资本则是研究外包管理、

策略结盟以及企业成长与企业存活率中常用到的概念。 

尽管各式各样的名词不尽统一，但这类的研究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其目的

都在于将某种关系管理好—如顾客关系、员工关系、劳资关系、外包商关系、策

略结盟关系以及公共关系等等，以利于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其二是，它们都

有共同的研究理论基础，就是晚近产生自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下面，本文就社会网络理论在管理学界中的主要应用一一加以介绍。 

贰、关系管理的理论基础—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又称社会计量学, Sociometrics）一直是经济

社会学中一个主要的研究取向，自从 White(1970)研究职位链（Vacancy Chain）

以来，即一直与经济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不过早期的网络研究并不始于经济现象

的探讨，主要议题有新发明的传播(Rogers，1971)、传染病的扩散(Coleman，1966)、

社会支持(Wellman，1979)以及婚姻配对等等，后来的研究才又增加了很多经济

现象，比如找职过程(Granovetter，1973)，消费者行为(Granovetter and Soong，

1981)、组织理论、经济制度(Granovetter，1985)、劳力市场(Lin，1981；Burt，

1992)等等。Granovetter 认为「新经济社会学」有两大支柱，一是与主流经济学

及理性选择理论对话，另一则是要采用社会网络研究取向(1990)(注 4)。 



社会网络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分析两件事，一是关系，二是关系网络的结构。

就个人层次的研究而言，一个人通过那些关系而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在这

个资源网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结构位置，会因其社会网络而得利?同时，又会受

到这些关系以及结构位置什么样的限制?这些正是社会网络理论所关心的议题。 

就团体及企业层次的研究而言，一个企业的成员在那一种资源交换网络中呈

现出什么样的网络结构型态，会有利于产生某一项合作行为并使整个组织因此得

利?以及企业内互信关系与普遍性信任如何建立与维持，而使内部有更多的合作、

分享及公民行为?这些也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主题。 

就产业网络的层次而言，一个企业的外部资源管道如何获得与维持?一个企

业的自我中心网络如何建立?一个产业网络的结构如何，以及一家企业在此一网

络中的结构位置在那里，会如何影响该企业的生存、发展、获利、股东价值及组

织变革?更是社会网络意欲分析的对象。不论是那一个层次的研究，简单的说，

关系与关系网络结构如何带来特定资源或引发特定行动，就是社会网络理论的研

究重心。 

自上世纪八零年代以后，社会网络研究由经济社会学而进入企业管理研究领

域，遂蔚为一时之盛，成为各主要研究大学商学院的新领域，九零年代后期成为

各主要管理学术期刊的重要议题，甚至 2002 年美国管理学会的年会主题即为「精

建网络」(Building Effective Networks)。关系网络的探讨成为管理学与经济社会

学间的一座桥梁，美国管理学界已然暸解企业的运作绝非只是一连串理性计算的

经济交易过程的串连而已，任何企业流程其实都不止是制度安排而已，也都深深

镶嵌(embeddedness)在关系网络中，而交易行为也不尽然为制度所规范，人际关

系依旧扮演着交易中的重要角色。这些关系网络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网络或是外部

网络都是社会网络理论所要探讨的对向。 

下面本文就针对个人网络、组织行为、组织理论与消费者行为四个方向分别

介绍社会网络理论与管理研究之间的关系。 

一、 个人社会网络 

关系个人中心网络(ego-centered network)是社会网络理论中被研究最早也最

多的部分，早在一九七三年 Granovetter 在其「弱连带优势」理论（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1973）中指出弱连带关系因为范围广、较多元，所以在传播讯息上的

效果较好，因此可以得知较多的就业机会，而使拥有较多弱连带的人较易取得好

的工作。自此以后关系分为强、弱连带，成为至今为止最有力的概念工具。比如

Krackhardt(1992；1985)就强调强连带在组织内可以获得影响力与非正式权力，

所以一个拥有强连带多的人可以影响他人，在危机、动员、冲突或需要协调时发



挥其功用。紧接着 Masden and Campbell(1984)将连带强度设计成问卷加以衡量，

依照 Granovetter(1973)将连带强度分成四个构面—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

度以及互惠内容，除了互惠内容外都设计出有信度的衡量方法。并且由此一基础

发展出一整套的「个人中心网络」(注 5)的调查方法(Burt，1984)。 

除了关系以强弱作概念区分外，林南(2002)则发展了出「网络资源理论取向」

(network-resource approach)，以为关系的区分应以其内涵的资源性质加以分类，

比如他的研究(1981)就指出，如果关系通向社会资源较多的人则可以得到「贵人

相助」而有利于工作机会的取得。依据这样的取向，Krackhardt(1992；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将企业内部网络分成三个类别： 

（一）咨询网络（advise network）：这是与日常例行性工作或知识传播有关

的网络，一个咨询网络中心性高的人往往是知识权威，可以在工作设计、分配与

整合上有较大的发言权。 

（二）情感网络（friendship network）：这是牵涉到亲密关系的网络，是「非

正式控制」中最核心的部份，因为在非例行突发事件上，如冲突解决、紧急工作

支持，工作小组形成等等，影响力具有关键性作用。一个情感网络中心性高的人

拥有对他人的非正式影响力。 

（三）情报网络（information network）：亦即公司员工会把正式情报或非正

式情报向谁传递以及向谁求证，不同层次及私密度不同的情报需要不同的信任等

级，因此正式情报网与非正式情报网会有所不同，都在公司讯息是否流通，上下

是否隔阂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网络结构 Burt 是分析个人网络结构位置的前锋，他的「结构洞理论」说

到：“一座桥同时代表了两个事物，它是存在于两个群聚间的结构洞上的联系…

弱连带的议题是关于架构于两个社会群聚间的「桥」之关系强度，结构洞的议题

则是处理沟通于两者之间的结构问题”（1992）。Burt 的理论虽然引伸自弱连带理

论，但因为网络结构而非因为关系强弱为「桥」带来两个好处：讯息利益与控制

利益。其中讯息利益是以「管道」﹝access﹞、「时机」﹝timing﹞以及「介绍」

﹝referrals﹞三种形式出现的(Burt，1992)。「管道」使个体能够知道有价值的信

息，并知道有谁可以使用它；「时机」则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型态，除了确定你会

被告知某项信息外，私人的接触可以使你成为及早知道又适时知道的人之一；而

「介绍」是获取未来机会的正面力量，在适当的时机有适当的人作出背书，使得

获得资源的机会大增。控制利益则可以诠释为「鹬蚌相争」下，中介者可以操控

两端从中取利。因为这些利益，他发现居于桥位置的人可以发现甲地之有，发现

乙地之无，居中操控而搬有运无，Burt 称之为「(商业)机会的逻辑」(1992)。 

从 Burt 之后，个人结构位置成为重要议题，其中两类型的结构位置是社会



网络分析最常研究的对向，一是关系网络中的中心者角色，一是关系网络中的中

介位置（Wasserman and Faust，1994）。中心位置代表了非正式的高社会地位以

及拥有非正式权力，并可以被诸如程度中心性、讯息中心性等社会网络分析变量

所衡量(Wasserman and Faust，1994)。Krackhardt and Hanson(1993)的研究指出，

从员工咨询网络的内向程度中心性(indegree centrality)可以找出在工作上具有声

望的成员或是具有知识权威的成员（Krackhardt，1992），这些成员因为掌握了最

多的组织内信息与知识，故成为别人咨询的主要对向。情感网络中心位置则代表

了非正式影响力，往往是所谓「地下总司令」的最好指针。 

中介者即为网络分析中所说的「桥」的位置，如前所述，可以使用社会网络

分析中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加以衡量。此一位置在知识或信息流

通的网络中具有十分有价值的地位。另外，中介者居于资源交换的核心位置，因

为很多人会透过「桥」才能与别人间接接触，在社会交换中，人们会产生信任关

系(Blau，1964)，所以居于交换核心位置之上的人被证明容易与周遭建立信任关

系，尤其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为然(Luo，2005)。 

当然还有很多结构位置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比如可达性(reachability)可以

衡量边缘人的边缘程度，角色分析(position analysis)可以找出一个人在一个社会

网络中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小团体分析(clique analysis)可以分析一个人在那

一个小团体之中，以及不同团体的相对权力关系(Wasserman and Faust，1994)。

这些结构位置都是一个人取得资源或受到结构限制(constraint；Burt，1992)的重

要因素。 

二、 企业内网络与组织行为学 

关系其实早在 White 研究职位链时就开启了经济社会学对企业内网络的研

究，以后相关的研究就不绝如履，萦萦大者如 Granovetter 对内部劳力市场的升

迁与转职作了许多讨论(1987)，Burt 则用了他的「结构洞」理论对组织内权力的

运作以及升迁的过程作出十分有价值的理论贡献(1992)。Krackhardt 及 Brass 等

人更将组织内关系如上所述地，分为情感、情报与咨询三种类型，并将网络理论

及网络分析应用于离职、工作满意、工作设计、旷职与组织影响力等管理议题上，

遂使企业内部网络的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行为研究领域。 

除了情感、情报、咨询外，信任关系则是围绕着『社会资本』概念而被研究

最多的关系类型。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也曾分网络为咨询与信任网络，

Luo 以为这个分法并不好，因为前者是依资源类型而分，而信任则是一种心理状

态，在不同组织或文化环境中，不同的资源交换关系会转变成不同程度的信任关

系(2005)。关于组织内信任如何产生?很多相关文献探讨，Zucker（1986）描绘信



任产生是建立在过程基础（process-based），特征基础（characteristic-based）和制

度基础（institutional-based）这三种来源上。过程基础信任是生根于社会连带的

互动过程中，特征基础信任则建筑在社会的相似性上（social similarity），制度基

础信任来自于个人在制度环境下的自信（Creed and Miles，1996）。Shapiro，

Sheppard，和 Cheraskin（1992）更提出一个相似的信任模型，它们是威吓基础

（deterrence-based），认识基础（knowledge-based）和认同基础

（identification-based）信任。掌握了对方的利益，因利润-成本的理性计算产生

相信对方会自我控制的威吓型信任，亲近和行为的可预测性制造了认识基础信

任，从社会结合与社会相似导致我群（we-group）意识，进而产生了认同基础的

信任。Lewicki 和 Bunker（1996）进一步建议这三种信任的类型是发展信任的三

个阶段，而信任关系随着每一阶段的提升而变得更强。 

基于这些交换关系与信任关系的研究以及上述的个人网络位置的研究，组织

行为的各个重要被解释变项因此有了外于心理学的新解释。在离职行为上，

Granovetter(1987)指出离职可以分为前拉式与后推式，前拉式一定是因为离职员

工的外部关系良好提供了跳槽的机会。另外有离职意愿却无离职行动者则多半因

为外部关系不多，而无离职意愿者也可能是因为内部关系的良好，而舍不得走。

Krackhardt and Porter(1985；1986)则分析了情感中心性高的人离职会引发很多人

想离职，但也有时一段时间后，因为爱抱怨又有影响力的人走了反而使得留下来

的人工作满意度变高。 

在权力分析上，个人网络的规模与中心性被证明与权力有关(Brass and 

Burkhardt，1992，1993)，情感网络的中心位置则被视为拥有非正式权力

(Krackhardt, 1992)。在组织内的交互影响如愿景传播的事件中，Rentsch(1990)指

出互动会产生交互影响而拉近彼此态度的距离，而情感连带更能造成态度的濡染

效果(contagion；Krackhardt and Kilduff, 1990)。在台湾的公司内对计算机态度的

调查发现情感网络带来负濡染效果，咨询网络才带来正的濡染效果(罗家德，施

淑惠与林敬尧，民 91)。 

至于工作满足，至今结论不太一致，Brass(1981)认为一个人的中心位置找不

到与工作满足间的相关，而 Kilduff and Krackhardt(1993)则指出情感网络中心反

而会带来较低的满足。 

网络结构组织内的关系会影响员工的个人行为，而组织内的社会网络结构

则会影响组织的集体行为结果，如公司的效率、获利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

能力等等。Nahapiet and Ghoshal(1998)在探讨社会资本的衡量构面时，除了以上

的关系及信任外，还加上了认知构面（注 6）及网络组合(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组合就是一个组织中社会网络的结构型态，比如网络密度、小团体分布、权

力集中度以及角色区块(block)的分布等等。此一讨论在社会学上成为总体社会资



本(macro-level social capital；Brown，1997)或网络成员理论取向

(network-membership approach；Bian，2002)的研究，探讨的是一个社群、团队、

组织甚至社会内部因为关系及结构的因素，而能产生成员间相互的「善意」，并

因此促成更多的合作行为，使得整个群体获益(Coleman，1990)，以有别于个体

社会资本或网络资源理论取向的个人行为的分析。 

以群体的网络结构型态为解释变量，可以解释项目管理、团队管理以及知识

管理的许多现象，比如 Reagans and Zuckerman (2001)就用了 224 个团体的二手资

料研究团队表现绩效与团队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网络密度大则绩效较

好。Baldwin，Bedell 以及 Johnson(1997)则以 MBA 的学生团队为研究对向，注

意到了网络权力集中度的重要性。Sparrowe、Linden 和 Kraimer 在 2001 年的研

究，则为以上两位学者的看法提共了综合的检证。这三位学者调查了跨产业的

38 个团队的知识创新绩效，研究群体中心性(group centralization)，以及群体密度

(team density)对于团队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出来的结果显示，在工作咨询网络

中群体的密度越高越有利于团体绩效表现的假设不被证实；但群体中心度越高，

也就是权力越集中反而不利于群体的知识创新。研究中也同时指出选择咨询网络

为研究对向的原因在于，咨询网络有关于组织中成员信息的分享与知识的改善。

Ibarra(1993)针对组织创新的研究中也发现，权力集中度越高，使得组织变得集权，

理论上对创新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她的实证显示适度的领导对技术性的创新没有

好处，却对管理创新有所帮助。Luo(forthcoming a)则从 42 个改善项目团队资料

中发现，群体的集中度高对创新不利，群体中无分裂的个人或小团体，也就是完

全连结(fully connected)，则对改善团队的绩效有利(Luo，forthcoming a)，并更进

一步的发现，在华人组织的管理中，信任网络又超越任何其它资源交换网络，是

影响知织管理最重要的网络(Luo and Hui，2004)。 

三、 企业间网络与组织理论 

关系企业间关系如何建立一直是国内网络学者着墨最多之处，其中尤以组

织关系镶嵌在日常生活之中的研究最为出色而引发国际学界的注目（Hamilton 

and Kao【高承恕】，1990；陈介玄，民 83；民 84）。依照 Hamilton(1989)的研究，

把外部网络关系分成了三种类型，分别是生产网络、金融网络以行销网络。其中

生产网络就是外包体系，金融网络则是财团或企业集团，行销网络是策略结盟。

不过高科技产业中，策略结盟却是最令人注意的关系来源，Barley, Freeman 和 

Hybels 在研究商业性生物科技产业的网络时，则把上述的三种网络又加上技术网

络，并细分技术网络为研究、发展、研发、授权、买卖专利、代作实验等等不同

的关系。以美国商业性生物科技产业为例，他们就观察到了 2323 个结盟关系

（1992），其中除了少数是外包关系、代为销售、代为行销发行产品的关系外，

大多是技术网络。又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依据美国区域计划学者 Saxenian 的研



究（1994），硅谷的公司也多半靠着策略联盟形成网络式组织，在半导业中就可

以观察到 350 个联盟，大多是企管学者 Badaracco 所谓的「知识联盟」（1991）。 

同样的，除了上述以交换资源分类的网络外，企业间的信任关系则是经济学

家与强调公司治理的管理学者重视的议题。Granovetter(1985)首发其凡提出「镶

嵌理论」，批评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经济学(1979；1981)，忽略了市场上存在

的信任关系，也高估了科层体系内权威的协调能力。实际上，市场上的信任关系

可能使得长期、复杂而特殊的交易，「闲话一句」就成交。而公司科层组织内的

权威系统，也不必然能有效地规范、协调企业内交易，组织内的信任仍有其必要。

有时，这类型的交易，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可能反而比公司内的交易成本低，

所以适合把这种交易留在市场上，台湾的外包体系就是一个好例子(Luo，1997；

Luo and Yeh，2002)，因为在产业网络中，有了信任关系，即使相当不愉快的情

境产生，如交货延迟、交货有瑕疵、亏损发生等等，双方也会保持着「善意」

（Goodwill），共同努力应付难关，甚或一起认捐损失金额（Dore，1992），法律

相关的防止欺诈成本，反而变成多余的了。 

镶嵌理论提出后，企业间的信任问题立刻成为许多研究专注的对向，然而

Williamson 却对此一修正提出了质疑，在他的单边或双边关系合约中(Unilateral 

or Bilateral relational contracts；Williamson，1985)，人际关系是存在的，但却仅

限于建立在抵押品(hostage)上的保证关系(safeguard)。他把信任分为可计算

(Calculative)的以及个人(Personal)的信任两种，以为经济关系中只存在可计算的

信任关系，也就是广义的权力关系，却不存在个人信任关系(Williamson, 1996)，

而 Granovetter(2002)以为可计算的信任就不是真实信任了。 

综合整理上述各家的言论，广义的信任可以来自于制度，来自于计算，也可

以来自于个人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包括了人际关系连带以及社会认同，这些信任

因素共同构成了减低交易风险，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的人际关系因素(Luo and Yeh，

2001)。至于这些人际关系因素中是否包括「真实信任」?一直是镶嵌理论与

Williamson 争执的焦点，在华人管理研究中这问题尤显重要，因为华人的信任关

系在企业间的交易行为中有其重要性，以外包行为为例，如何建立信任仍是外包

管理的一大要务，尤其中国人倾向少用权力，多用信任，更使得信任关系变成企

业间交易的治理结构的一环(governance structure；Luo and Yeh，2004)。 

网络结构网络结构上，「复杂组织」（complex organization）一书的作者 

Perrow(1992)把网络式组织粗分为企业集团型（conglomerate），「非依赖性外包」

型，以及小公司网络型（small firms network），十分类似于管理学者 Howard 所

区分的王国型（kingdom）、混合型（hybrid）以及共合国型（republics）。这几个

企业结构方式分别可以日本的财团(keritsu)、美国的硅谷模式以及台湾的五分埔

模式加以说明。 

日本的六大 keritsu 为例，往往公司与公司之间靠着互相握股而结为联盟。



主要的核心公司都是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的银行则是核心的核心，帮助集团成员

融资，集团也有大贸易商负责开拓市场。核心公司的总经理们则组成「president 

club」，大家定时聚会连络感情。核心之外就是一群外包商，往往终身属于某一

集团，接受「父母」公司（parent company）的技术指导与财力支持，甚至核心

公司会调派职员到外包商中任主管职务，以监督指导外包商的业务、财务。管理

学者 Miyashita and Russell(1996)笔下的日本式网络组织是一种垂直分工，又权力

关系不对等的网络，上游公司往往多重外购(multiple outsourcing)，借不同外包商

间转单以控制下游子公司，而外包商则专属某一集团，故结构上权力十分不平等。

「父母」公司总可以利用其掌握资源的优势，强迫外包商压低售价，提高品质。 

硅谷模式就是非依赖性外包型的典范，也就中心卫星体系(center-satellite 

system)，只是此一体系为开放式的。依据美国区域计划学者 Saxenian 的研究

(1994)，虽然大系统制造商会是一个网络的核心，但是网络却不是封闭的，甚至

「父母」公司与外包商之间都会有一种默契，就是外包商尽量保持很多「父母」，

并避免任何一家「父母」掌控其产额的 20％以上。这样的承包关系却也不是市

场上的供货合约而已，一般而言，硅谷的联盟都维持相当长久，除了供货之外，

硅谷的联盟往往还包括市场情报与技术的分享，有时更会有财务上的相互支持。

硅谷的网络式组织是开放的，一个集团有核心，却不成独立王国，大家合纵连横，

既联合又竞争，而且权力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说到小企业网络型或共合国型，台湾模式或是北意大利模式就成了举世考察

学习的对象。台湾模式是我们亲眼看见，耳熟能详的「中国式商法」－－一大群

中、小企业，大家相互结盟，有时一张大网内不止有垂直分工，也会有水平分工，

所以核心很不明显。依据社会学者柯志明(民 82)对五分埔成衣业的调查，衣厂会

很巧妙地建构自己的外包系统，有专属外包，非专属外包以及临时外包，不同的

时节会动员到不同的外包商，以保持生产能量可大可小，赶工、度小月也都应付

裕如，靠着外包，它建构了一张动员机制网，保持高度的动员弹性。但是若说这

个体系有一个中心，那就失之谬误了，因为这「核心」也可能是别人的外包商，

而且在台湾很多的商业实务里，小厂商会向外国接一张大订单，再水平分包出去，

水平分工使得网网相连，大家互为外包，剪不断理还乱，分不清楚何处是此网终

点，何处是彼网起点，当然网络的核心就不那么清楚了。 

当然这三个类型之间也有一些变型，如何细致地描述一个企业网络的结构?

下面几个构面是较值得注意的──是否有长期而单一的中心，还是多个或临时的

中心?是否是多重外购，还是单一合作对向?外包商是专属的，还是非专属的?网

络规模有多大?以及财务、技术、行销、制造几重网络是否重叠?(Luo and Yeh，

2002)当然描述企业网络结构最重要的议题还是那一种结构会带来整个网络最佳

的财务绩效，以及生存的最久? 

建构企业网络已被证实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的特色之一(Hamilton，

1989)，这不但是日本从事弹性化生产及精简生产的成功关键因素，也是华人经



济中创业比较容易成功并引发更多创业精神的因素(Luo，1997；Walker，Kogut and 

Shan，1997)。一个拥有较多企业间连带的公司，因为较易取得更多的关键性资

源而有较高的存活率(Pennings，Lee and Witteloostuijn，1998)，尤其在华人社会

中这类企业也有较佳的企业表现(Bian, 2001)。一个绵密的企业间网络会使新知识

与技术在网络内的企业间易于流传，从而使得多数企业获利(Granovetter，2000)，

更使得一个地区因此成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中心(Saxienian，1994)。 

四、 消费网络与消费者行为研究 

关系两类的消费者关系受到重视而有所研究，一是传播网络关系，一是顾

客忠诚关系。前者牵涉了口碑行销，后者则相关于关系行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

或一对一行销(one-to-one marketing)。 

最早提出一个人周遭的人际关系会起示范效果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也是传播

学界与行销学界的重要学者 Lazarsfeld (1957) ，原本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认为大

众传播是影响一个人的消费行为最主要的因素。而且，广告打出去之后，最早接

受新观念、新产品的是先知先觉者，高社会地位的人最具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也对别人最有影响力。但他在《Presonal  Influence》(1955)一书中研究之后发现，

第一，大多数的人是受别人影响，而非受大众传播影响。大多数的人可以指出其

意见领袖出来，所以大众传播是透过意见领袖才成为个人意见的。第二，意见领

袖不见得是社会高阶层的人，尤其在消费行为中，意见领袖是多元的，不同阶层

的人其意见领袖都不同。而且常常是个人意见去寻找意见领袖，而非意见领袖去

影响个人意见。第三，不同的消费事情会有不同的意见领袖。比如说，一般生活

品消费的意见领袖，通常是在大家庭的母亲。其中人际关系广的妇女影响力会很

大。时髦品消费的意见领袖则通常以年轻女孩子为主。因为这个影响不是直接来

自于大众传媒，而是间接接受于人际传播，所以这类的研究也被称为二阶段传播

理论。 

自此以后人际传播网络与意见领袖成为一个研究议题，Coleman(1966)研究

了新医疗方法的采用过程，发现主流医院医生的采用是造成大量传播的开始。 

Rogers(1995)整理了前人的理论写出人际传播的经典教科书「新发明的传布」

(Diffusion of Innovation)更进一步指出传播过程有五类接受者，分别是创新者、

先知先觉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及后知后觉者。一个新产品或新概念的传播，

当使用者达到百分之十时，会达到「S」曲线的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而引爆

趋势的一定是先知先觉者而不是创新者。主要因素是创新者往往是标新立异的社

会边缘人，而先知先觉者才是社会中的主流族群，往往社经地位较高，影响力较

大。 



自强、弱连带被提出后，传播的管道总被认为是弱连带强于强连带，因为弱

连带结成的网络范围较大，传播较广(Granovetter，1973)，而且弱连带较不会重

复，传播效果较好，不像强连带网络传来传去会在小圈子内重复传播(Burt，1992)。

尤有甚者，能沟通两个异质团体的往往是弱连带，所以传播效果可以跨越族群藩

篱，传得较远。因此好的意见领袖势必是弱连带多的人，尤其是能够跨越不同国

家，不同族群，不同阶级的人(Rogers，1995)。 

至于顾客忠诚关系，Oliver（1997）分为态度忠诚与行为忠诚。过去，行为

忠诚是研究的焦点，主要的衡量是顾客对某产品或服务的购买次数占该顾客总购

买次数的比例，或是重复购买行为来衡量（Massy et al.，1970；Newman and 

Werbel，1973），但是忠诚的顾客会重复购买，而重复购买的顾客未必忠诚（Jacoby 

and Kyner，1973）。Reichheld and Sasser（1990）发现忠诚的顾客有较低的价格

弹性并且愿意支付比竞争者更高的价格。Jones and Sasser（1995）则以一、顾客

再购买意愿、二、最近购买的次数、频率、金额、数量的购买行为以及三、介绍

他人或公开推荐行为来衡量行为忠诚。除了上述三项行为外，还有加入加速购买、

交叉购买与较低的品牌转换率者(Blattberg and Neslin，1990)。综合来讲，重复购

买、购买的基本行为、对外推荐、对价格、等待的容忍，以及交叉购买是行为忠

诚的主要指针(Gronholdt，Martensen and Kristensen，2000)。 

行为忠诚之外，Oliver（1997）更将态度忠诚分为认知（cognitive）、情感

（affective）与意图（conative）忠诚三类，认知忠诚是顾客认知到现在的服务提

供者能够提供较高的顾客价值，而不会转换服务提供者。情感忠诚指的是顾客对

于产品的感觉（feeling），也就是顾客对产品或服务有正面的情绪。意图忠诚指

的是顾客在未来继续使用产品的行为意图，有倾向再选择相同的服务提供者。 

从态度忠诚的概念开始，学者同时也提出顾客信任关系，如 Crosby et al.(1990)

便定义顾客信任为对交易伙伴的诚实与整体服务的信心，又如 Morgan 和 

Hunt(1994)定义信任为对交易伙伴是否提供良好产品或服务的正面预期心理。至

于如何衡量顾客信任，早在上世纪七零年代即发展出人际信任量表(Rotter，1967；

1971)，可以测量一个人对特定他人的行为与承诺可靠性所保持的期望。在九零

年代，这类研究又有了长足进步，信赖关系(Trustworthiness)被发现是多重构面的，

可被分为一致性(consistency)，忠诚性(loyalty)以及互惠性(benevolence; Butler, 

1991)。Mishra (1996) 则又进一步将之分成四个构面，分别是能力信赖

(competent)，开放性或诚实性信赖(open or honest)，关心或互惠信赖(concerned or 

benevelent)以及一致性或可靠性信赖(reliable or consistent)。Doney and Cannon 

(1997)则直接研究了信任在买卖双方关系中的衡量方法。 

在带来顾客忠诚行为（例如再购行为或顾客维持）的因素中，最主要研究都

指出服务品质、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之间有正向的因果关系（Bearden and Teel，

1982；LaBarbera and Mazursky，1983；Ennew and Binks，1996）。而影响顾客满



意的则有价格、产品品质、服务品质、创新及形象等五项因素(Fredericks and 

Salter，1995)。影响服务品质的因素则有员工能力、服务团队的互信与规范、跨

部门合作(Sergeant and Frenkel，2000)、满意的员工以及对顾客的知识（Evans and 

Dion，1991），如何提高服务品质正好是社会网络研究可以着力之处。至于带来

顾客信任的因素，则有关系终止的成本、关系带来的利益、共享的价值观、沟通

品质以及是否有投机行为(Egan，2001；Morgan and Hunt，1994)。顾客忠诚与顾

客信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一般来说，信任较忠诚能够保持更久的关系，所

以在国家、社会层次的社会资本研究中，忠诚在理论上被视为信任的因素

(Whiteley，1999)，只是在交易关系中，是否亦是如此，则有待更多的研究。 

网络结构忠诚关系结成的网络如何影响公司的一对一行销?这样的研究十

分罕见，所以本文仅能回顾传播网络的结构研究。Granovetter(1978)的「门槛理

论」率先研究了传播行为的结构因素，他预设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定的动机参予

集体行为，但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别人的参予会激发自已的动机，一方面示范

效果会影响人的行为模式，一方面参予的人数与参予的风险会成反比，所以每一

个人心中都有一门槛，多少人参予了，我就跟着加入，这个「多少人」就是基于

示范效果与风险考量后设定的心中门槛。只要一个地方这样门槛的机率分配适

当，刚开始少数人(可能是无理性行为，也可能是想当「烈士」)上街头，就超过

另一批人的门槛而继之加入，另一群人受了示范又跟着起事，最后就如滚雪球般

成为一次传染性行为。这样的传染性行为也适用在消费行为上，新产品的传播正

是这种集体传染行为(Granovetter and Soong，1981)，受到参予者分配结构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的周遭环境是「一傅众咻」，则即使社会上已普遍采用新产品，但「地

方性」的网络结构仍会使得「革命」不会在这群人中暴发。 

Krackhardt(1996)进一步分析怎样的网络结构适合传播新观念，怎样的网络

结构非但不适合反而有害新观念或新技术的传播？为此，Krackhardt 创造了一个

概念：组织黏性（organizational viscosity）。他以组织中团体创新的传播（说服）

作计算机仿真模型，指出有点黏又不太黏的网络才适合快速地传播新知。意即适

中的组织密度较好，太密则新想法很快会被周遭的人影响而夭折，太疏则新想法

又很难传递出去，所以密度适中的环境即提供了一定自由的空间给新想法发展的

机会，又提供了足够的管道让新想法发挥影响力。 

Watts (1999；Watts and Strogatz，1998)在仿真实验中指出小世界网络是创造

引爆趋势的良好结构，他们以有序网络为基础，用任意在一些节点间随机加上几

条线，就发觉网络的密度仍然很低，但是分隔度却一下子降了好几倍，节点与节

点间的平均距离变得短了许多，使得传播变得容易，而能创造这个传播优势的，

正是因为网络中有几个集结点(hub)。流行品的行销研究也指出流行品的销售业

绩会呈「S」曲线，在过了一个『引爆点』(critical point，人际传播理论中称之为

关键多数，critical mass)后，就会业绩直线上扬，而引爆趋势的一定是几个社会



网中的集结点，人际传播理论称之为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一旦意见领袖采

用了某一产品，而且在他／她的人际关系网中传布口碑，口碑行销的效果就是引

爆趋势的关键。谁是社会网中的集结点?某类产品的意见领袖又是谁?正是口碑行

销学者要关心的结构性议题。 

参、关系管理的应用研究 

关系管理之所以在上世纪九零年代以后逐渐崛起，一方面是因为亚洲经济的

崛起，使得西方管理学界注意到亚洲人作生意的方法，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信息时

代到来，知识经济里弹性、合作、分享、联盟的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 

拜日本式管理之赐，当美国大汽车厂纷纷败在日本汽车厂之下时，八零年代

开始警觉到美国式商法可能有不如日本式商法的地方，比如，日本 Infiniti（Nissan

的高款式车厂）生产 Q45 只有一家座椅供货商，而美国的通用汽车却有二十五

家供货商供应座椅的各式零件，美式商法似乎花了太多精神在零件采购上。根据

1990 年时的调查，日本的外包商 68％从一而终，从来不换「头家」，53％和「头

家」维持关系在十五年以上，这和大小零件都开标，便宜几分钱也换人作作看，

一纸供货合约有时短到只供一批货，维持不了长久关系的美式商法，实在大相径

庭。于是研究日本网络式组织蔚为一时之盛，日本人是怎么造就它们的长期关系

呢？当我们看到一台宏碁计算机，它不是一家公司的产品而是一张数百家公司的

网络产生的结果。继日本之后，中国经济圈的崛起，又使得儒家文化下的经济行

为再次受到重视，东方人「先作人再作生意」的商道成就了西方的关系管理研究。 

九零年代后，随着知识经济到来，信息化组织兴起，企业再造工程成为时代

显学，而组织结构再造往往带来组织网络化（Hammer and Champy，1993），不

但是组织内以内部网络代替科层结构（Miles and Snow，1992），组织外也结成企

业网络，使得网络式组织被有信息社会马克斯(工业社会的先知)之称的 Castells

（1996）视为信息社会的主要组织结构型态，未来工作流程设计以及组织的分工

与整合也都将依循网络而非科层的原则，「意识型态」控制（愿景设计）以及社

会控制将取代科层组织的法制控制及威权控制，成为主要的控制手段。当我们看

到一家像 HP 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往往它也不再只是一个重直整合的科层结构，

而其中除了各功能部门外更包括了数以百计的工作团队。在一个现今最常被采用

的矩阵式企业结构里，常常公司资源有百分之三十被置于任务导向的团队中，一

点不少于运作例行工作的各功能部门。这一信息化组织的发展趋势，使得网络研

究进入策略规划、组织行为、行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这样一个内部网

络化加上外部也网络化的企业环境正是为什么 Castells(1996)称信息时代为「网络

社会」的原因。而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网络分析正好提供了研究网络式企业的良

好工具，不但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有数量方法与量化调查工具，还发展了一些

正式模型(formal model)及计算机仿真模型(simulation model)。 



上面概述了社会网络理论在各商管领域的发展，只是这些基础研究虽然带来

令人兴奋的成果，但相关的应用研究则较少，往往一个新领域的基础研究到落实

为普遍应用的管理工具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落差，所以关系管理要发展成为实

用的工具，仍有待更多学者在应用研究上的投入。所幸，这方面的成果亦有可观

之处，下面本文将指出一些正在发展的工具，以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 导入关系管理的工具 

关系必须要能持之以恒的加以管理，才会有内外和协的结果，一时间的整顿

不可能收效，关系不良的公司更无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改善，所以如何建立有效的

管理系统并纳入关系作为绩效奖惩的标准，是关系管理的第一要务。过去三百六

十度评鉴是一个有力的工具，现在则因为各式各样超乎财务绩效的绩效指针的盛

行，如 KPI 等，而使得关系管理可以有效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其中又以评估无

形资产的智能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以及作为策略执行工具的平衡记分卡

(balnaced score card)对关系管理最为重视。 

以智能资本为工具据 Brookings 机构的估计，一九八二年时有形资产占了

一家公司帐面价值的百分之六十二，但十年后这个数字掉落到百分之三十八，而

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其比例更会逐步降低到十到十五(Kaplan and Norton，

2001)。换言之，在美国如今一家公司的股价只有百分之十五来自于该公司的土

地、厂房、设备以及金融资产，投资人看好一家公司八成以上是因为它的无形资

料。 

无形资产是什么?如何定义它，又如何衡量它?这在欧洲的管理学界内形成一

个新的议题，名为智能资本。智能资本的先行者 Edvinsson(1997)发展了一个

Navigator 模型来描述无形资产如何构成。他认为一个公司的价值包括了有形的

财务资本与无形的智能资本，智能资本又是由顾客资本、组织资本(organizational 

capital)与人力资本所构成，其中组织资本包括了流程资本(process capital)、企业

文化以及发明资本(innovation capital)，而人力资本则包括员工的业务能力、关系

能力及与公司分享共同价值与愿景。 

Navigator 模型不但衡量了各个资本的各个构面，更进一步要建立计量模型

以分析财务资本、顾客资本、人力资本与组织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厘清每一

个资本的每一个构面对股东价值的贡献程度。在 Navigator 中也一如平衡计分卡

有四大构面(Kaplan and Norton, 1996)，分别是财务焦点(financial focus)、流程焦

点(process focus)、顾客焦点(customer focus)以及更新及发展焦点(renewal and 

development foucs)，只是不同于平衡记分卡，其人力资本焦点(human focus)不放



在更新及发展焦点中(平衡记分卡有类似的成长与发展构面), 而是位于所有焦点

的中心，是影响其它焦点发展的关键因素。 

其中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占了极为重要的一环，在人力资本中其一大

构面即是员工对内对外的关系能力，共同愿景则是员工互信与信任组织最主要的

因素。其组织资本中的企业文化固然包罗较广，但员工互信、组织信任、分享知

识、合作精神以及公民行为厥为其中要素。这些不正好是 Nahapiet and 

Ghosal(1998)定义的社会资本各个构面。另外，其顾客资本中亦包括了顾客忠诚

关系为公司资产之一。Edvinsson 强调其模型目的是在公司中形成创造性破坏的

动能，最适用于服务、研发等重视创新的产业，所以以创造性人力资本为模型核

心，如果说这些产业中关系资本比土地、设备、金融等有形资产还重要，一点也

不为过。 

Roos(Roos，Roos，Edvinsson and Dragonetti，1997；Neely，Marr，Roos，

Pike and Gupta，2003)则在其智能资本的分类中直接将关系资本分成一类。与

Edvinsson 一样，他将公司价值分成有形的财务资本与无形的智能资本，其中有

形资产可细分为货币 (monetary)、实体 (physical)两种资本，而无形资产则包括

人力 (human)、关系(relational)与结构(structural) 三大资本，其中人力资本的项

目有人力素质与教育训练，结构资本则包括发明资本与流程资本，而关系资本则

由外包、策略结暨与联合研发关系所构成。只是其关系资本以外部社会资本为主，

内部社会资本的探讨则较少。如何增加顾客价值是 Roos 模型分析的核心，而顾

客关系管理则是此一核心中的一环。 

以平衡记分卡为工具美国管理学界发展出来的平衡记分卡(Kaplan and 

Norton, 1996; 2001; 2004)则以策略为其分析的核心，是较智能资本推行地更广的

管理工具，不但是执行策略最有效的工具，而且是员工、团队、部门评鉴与激励

的标准。平衡记分卡分成四大构面──财务、顾客、流程以及学习与成长构面，

其中顾客构面就包括了顾客忠诚关系，流程构面里则有顾客关系管理流程，其它

流程如作业流程中会重视外包关系，以及创新流程中则视技术联盟关系为策略性

资产。学习与成长构面包括了企业文化，如前所述，员工互信、组织信任、分享

知识、合作精神以及公民行为等等社会资本构面正是其内涵。 

未来议题如何与平衡记分卡或智能资本整合是关系管理研究的首要之务，

不但因为这些管理工具十分重视关系管理，更因为唯有企业先导入平衡记分卡或

智能资本之后，才能看到关系管理的重要，也才能衡量关系管理发挥的功效，病

急才来投医的关系管理一定无法作好，没有关系管理目标与衡量目标达成的指针

的关系管理也无法发挥功效。这个整合的工作至少包括两部分，一是如何衡量各

式各样的关系，作为达成策略目标的指针以及评估员工绩效的标准，二是建立关



系资本与其它资本间的因果地图(causal map)。 

智能资本首重衡量，如何找出客观又有信度的指针衡量十分抽象的无形资产?

有了衡量才能展现公司价值(Sveiby，1997)。然而现今在实务上对关系资本的衡

量仍十分粗糙，比如内部社会资本就用员工满意度代替，外部社会资本仅止于问

问是否建立管道以取得特定资源。关系管理在过去基础研究中累积了十分丰厚的

知识，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把这些知识应用在关系资产指针的建立上。 

其二，各类资本之间的因果关系决定了它们在重要性上孰轻孰重，对其他资

本贡献度愈大，对长期财务绩效的直接贡献愈多，则愈重要。不同产业中的因果

地图(Bontis，2002)会有所不同，所以因果研究正好用来说明不同产业里资源如

何配置更有效率。智能资本中因果机制的研究才刚起步，未来的关系管理研究可

以帮助厘清关系资本如何影响流程资本与顾客资本，从而间接影响公司的长期财

务表现。  

二、 企业内关系管理 

一家企业在导入关系管理时先期导入智能资本或平衡记分卡是十分必要的，

未来研究固然要了解智能资本或平衡记分卡中关系资本的衡量方式，以订定关系

管理的策略目标，并借以评鉴员工这方面表现的绩效，也需要分析关系资本的前

果后果，以利于资源配置。但如何才能管理好关系?或对关系不良的病灶对症开

药?更是关系管理研究无可旁贷的责任。那些工具或实务是企业内关系管理被认

为有效的方式? 

现有研究三百六十度评鉴(Edwards and Ewen, 1996)是目前为止改善企业

内关系最有效的工具，因为以往由上而下的评鉴方式，往往员工只要「作好」上

司关系就可以高枕无忧，所以欺下瞒上，歌功讼德也能够得到「和善乐群」的评

鉴。这正是大多数公司内部不和谐，关系管理不好最重要的原因。三百六十度评

鉴故名思议就是评鉴者不再单线来自上司，而又包括了部属及平行的同僚。评鉴

过程十分复杂，先从受评者合作过的伙伴中交叉比对找到足以作评鉴的人，其实

这就是一张咨询网络。然后请受评人从名单中列出排除名单，排除名单足以说明

一张「负面关系」网络(handrance networks)。最后在名单中上、下、平行各随机

抽样一定比例作为评鉴者，发放问卷以评鉴受评人，评鉴一系列关系资本的指针

以及工作绩效的指针，这些指针足以看出评鉴者对受评人在能力、互惠、成熟稳

定以及诚实公平上的观感，所以会形成一张信任网络。有了这些咨询、负面关系

以及信任网络，受评人的关系状况就一目了然了。整个公司的关系网络也可以清

楚呈现，并用社会网络分析诊断出各式各样的病灶，好对症下药。三百六十度评

鉴不止是诊断方法，其实本身就是处方，因为每一个工作合作伙伴都可能成为评



鉴者，所以受评人不能只看上意，只作好上司关系，而要平常就注意合作的所有

关系，公司整体和谐会因此而有长足改善。 

只是三百六十度评鉴所费不赀，除了奇异这样的大型标竿企业外，很少公司

能够全面采用。一个较精简的方法是只对高阶主管作三百六十度评鉴，因为公司

内关系管理不良，罪必在上位者，高阶主管能力、专业、企图心往往都很强，但

却可能人和不够，很多高阶主管过分技术导向、过分短期绩效导向或政治权位心

重是病灶所在，只要作好他们的关系管理，公司自然家和万事兴。所以对高阶主

管作关系评鉴，并辅以半年到一年的「私人家教」成为今天美国正蒸蒸日上的企

管顾问业务。 

如果发现公司关系管理不良，要如何改善?除了上述改善高阶主管关系管理

能力之外，这也牵涉到组织信任的重建。依信赖关系(trustworthiness)的分类，可

分为对诚实(honesty)、能力(competence)、公平一致(consistency)以及互惠

(benevolence)的信赖(Barber，1983；Butler，1991；Mishra，1996)。所以 Baker(1994)

以及 Shaw(1997)等管理学者整理了以上信赖四大构面的种种理论，并提出诸多

实务上的建议。 

在建立诚实信赖方面，要建立讯息自由流动的信息工具与公司制度，让公司

信息尽量上网，易于检索并存证，建立机密分级制度，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机密，

经常举行非正式双向沟通会，走动式管理以提供开放的态度与随时的激励，并发

展诚实文化—建立奖惩标准以鼓励讯息公开及知识分享的习惯。 

在建立能力信赖上，要建立共同愿景，沟通策略目标，订定达成目标的规画，

制定能达成又艰难的策略目标，有清楚明白的、可明确计量的绩效评估方法，发

展员工高度自主的组织方式，并在每一行动单位中保有一流的人才，以确保不断

有短期目标可以达成。 

在建立公平一致的信赖上，首要从领导风格展现前后一致性，组成领导团队

并吸收值得大家信任的人加入团队，订立一些严格的治理机制，明确的申诉管道

及确保公平的制度，建立共同价值并订定一些不可踰越的道德标准，最后也最重

要的，就是建立明确又一致的评鉴方法与奖惩制度，像平衡记分卡这样的制度。 

在建立互惠的信赖上，利用走动式管理展现对员工的关怀，重视员工的生涯

规画，利用轮调及教育训练增加员工的互动，利用组成跨部门团队及非正式午餐

会的机会增加跨部门的认识，发展慈善的文化，多一份感激少一份批评，创造生

命共同体的认同，并高举认同的符号。 

至于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关系管理?罗家德(民 91)对造成问题的网络结构作了

一些整理，比如造成讯息不通的结构有一、结构洞的存在—小团体间或上下阶级

的讯息断层，二、回路太少—无讯息校正机制，三、单向传递—缺少真实沟通，

四、可达性太低—讯息网络密度不足，以及五、边缘人多—讯息死角多。 



又比如造成创新不足的结构是一、是否是一个集权的结构—信任网络与咨询

网络是否群体中心性太高，二、异质性的人之间是否网络太疏，三、团队中情感

网络是否太密或信任网络太疏，四、是否地理近便性不足，以及五、是否咨询网

络出现「讯息」(实际是知识分享)不通的结构—结构洞、回路少、可达性低、无

双向沟通。 

至于团队管理不良，则可能的网络结构问题是一、团队内信任、咨询网络是

否太疏，二、团队是否有清楚的领导或领导群，三、是否有联络官，四、是否有

边缘人，以及五、是否不同功能团员间有双向沟通。 

而造成公司内冲突不断的原因往往有一、公司内情感网络太疏，二、任二人

的共同调人太少，三、情感、信任网络有结构洞—派系间的隔瘼而产生团体冲突，

四、是否情感网络中边缘人多，以及五、是否有地下总司令且和领导团队无连带。

未来议题三百六十度评鉴可以收集到企业内关系与网络的资料，提供企业关系

管理的问题诊断，如何利用这套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加以结合发展出「关系管理

诊断」系统是应用研究的一大挑战。很多网络指针，如密度(density)太低、群体

中心性(group centrality)太高或太低，可达性(reachability)太低，小团体(cliques)

存在，EI index(就是小团体相较于整个公司内聚力太紧密)太高等等都是公司关系

管理不良的预警惩兆(Wasserman and Faust，1994；罗家德，民 94)。在高阶主管

决策支持系统(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中导入自动化的分析与预警系统会

是十分有用的工具。如何转变三百六十度评鉴资料为分析资料，如何建立指针，

指针多少要提出预警?有待更多研究。只是收集三百六十度资料十分困难，所以

已有企管顾问公司如 IBM、 Boston Consulting 等试图收集公司内 e-mail、MSN

或讨论群组资料来转换成分析资料，成果仍有待观察，也有待更多努力，但大公

司的投入将使此一领域在短期内应有重大突破。 

另外一个值得华人管理研究注意的议题是华人社会中信任关系如何建立。华

人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人情社会(费孝通，民 75)，以自我为中心会为自已建立

一圈又一圈的信任网络(Cook，2004)，这也成为每一个人累积及动员资源的人脉

网络。不同圈的网络适用不同的行为规范(Hwang，1987)，不同的行为规范则带

来强弱不一的信任关系，所以华人的信任是十分特殊关系导向的，较多是因关系

而产生的过程性信任(process-based trust)，较少是因制度与认同产生的一般性信

任(genearalized trust)，而且一般性信任亦可以产生自特殊信任(因关系而对特定对

向产生的信任，以有别于无特定对向，亦即对公司一般人或整个公司的信任) 

(Luo，forthcoming b)。这一点是华人与西方人十分不同之处，也是为什么华人领

导喜欢建立自已的亲信与班底(戚树诚，民 85a；民 85b)，而且华人企业中分党

结派问题特别严重的原因。 



上面所述建立企业信任的作法有多少在华人企业中需要修正?一些值得注意

的地方包括，其一，华人的关系导向固然增加了互惠性，但互惠性却与公平性产

生矛盾。其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华人因关系而容许说谎，互惠性与诚实

也产生矛盾。其三，因关系而破坏制度，则一般性信任与特殊性信任会产生矛盾，

最后，党的问题—亲信、班底与结党--也会带来对诚实与公平的破坏。华人企业

中面对这些特殊情况，值得华人管理研究进一步深思。企业间关系管理 

现有研究企业间关系管理是学术研究最多，但应用研究却十分不足的领域，

针对如何管理好企业伙伴的关系，包括外包或结盟，一般讨论不外乎能力的互补，

提供良好的产品品质或资源内涵，保持诚信，良好的高层关系，以及充份无碍的

沟通(Baker，1994)。另有一些研究则指出利用董事会的联结(director interlinking)

则可以增加信息的来源以及取得有价值的关系资源。Benjamin Gomes-Casseres 

(1996)则以一系列高科技或家用电子产业的策略联盟为分析资料，深化了我们对

管理联盟关系的一般智能。他指出成功策略结盟的关系要有一、 公平与互惠的

关系。二、长期的愿景与利益分享。三、高转置成本—退出的沈没成本很高。四、

前后一致性的行为。五、不要有伤感情的策略规划。六、大家能力互补，并充分

认知对方的重要。七、不会相互竞争，以及八、发展多重关系—包括相互投资。 

至于网络结构上，Bejamin Gomes-Casseres(1996)首先发觉一个联盟中要有领

导厂商，而且要十分强大，平等的关系似乎有利于关系的维持，但全然平等却不

利于整个联盟的结构，所以他指出一、有序网络又有中央联结的结构是好的，这

正是 Watts(1999)所分析的贵族型小世界网络结构。二、要有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也就是随着新团员的加入，网络规模扩大，大家的效用都会增加，而不

是只有少数领导厂商得利。三、研发联盟规模不能太大，但行销联盟规模可以扩

大。四、核心成员或一群成员的领导。五、外部有强大的竞争压力。六、扮演不

同功能的各种角色有「备份」，也就是多重外购(multiple outsourcing)的概念。七、

内部有竞争但不能有对立—比如同一地区不能两家指定经销商互抢市场，但可以

让各地经销商作业绩竞赛，以及八、网络密度不能太疏。 

至于如何描述企业间关系，林南、傅仰止与熊瑞梅等人(Lin and Dumin，1986; 

Lin, Fu and Hsung，2001)发展出来的职位产生器(position generator)正是至今为止

最有力的工具。职位产生器根源于「个人中心网络」(ego-centered network)的调

查方法，不过它的着眼点不在于考察被调查者的具体网络成员以及成员之间的相

互关系，而主要在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每一

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个人的社会

地位可以通过其所从事的职业和所在组织得到反映。因此，通过对被研究对向的

网络成员中出现的职业类型和公司类型的调查，就可以对其社会网络中拥有资源



的情况做出较准确的测量。具体做法是在调查问卷中列出一个或几个量表，量表

中包含有若干标志不同资源的职业类型或组织类型等。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

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

的组织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组织类型得分，然后

用这些指针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 

在其后的研究中，这种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Lin，1999；Lin, Fu 

and Hsung，2001）。Bian（2001）并用此一方法调查中国大陆广州地区 188 家公

司的 CEO 社会网络的资源含量，发现 CEO 的社会资本确实影响了公司的表现。

Lin（2005）也正在华人世界作一大规模调查，并指出公司 CEO 的网络愈分散多

元，愈达到较高地位的人，以及网络内资源管道愈多，公司的外部社会资本就愈

发达。 

这一类型的研究可以衡量公司员工，尤其是高阶员工，对外取得资源的管道

以及这些管道的关系强度，是十分有用的企业间关系管理的工具，可以应用的范

围很广，比如创投公司对新创公司的评估，可以依此一量表而了解其已有的资源

含量，也可以了解还有那些关键资源不足，是创投者可以作为育成者(incubator)

而加以补足的。又比如，猎人头公司(headhunter)可以用此一量表去描述一个转

职人才可以带给新雇主的价值。未来议题如何衡量企业间关系仍是未来研究首

要之务，也是无形资产会计中对关系资本研究未善之处。除了上述描述公司员工

的对外关系资产的职位产生器之外，公司与公司之间的集体关系也应该衡量，一

般来说这可以分为权力关系及信任关系两项(Luo and Yeh，2002)。组织间的权力

关系 Pfeffer and Salanick (1978)已多所着墨，从一家公司掌握了另一家公司的资

源关键程度，掌握的数量比例，以及可替代的产品，和该产业中产业结构、潜在

竞争者家数等资料，可以算出一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掌握权力的大小。只是如何

把这些理论研究落实为指针仍有可研究的空间。至于组织间除了因为各级经理的

信任关系之外，一家公司也会对另一家公司的声誉有一个集体预期的心理，这就

是组织间的信任关系，以外包为例，此一心理来自于供货商长期出货品质、到货

准时、研发配合能力、服务好坏以及对方高阶经理是否重然诺守信义的一个综合

印象(Luo and Yeh，2004)。如何转变这类研究成为有信度的量表，仍有待应用研

究的努力。 

当然关系之外，网络结构更是一个待开发的研究领域，Bejamin 

Gomes-Casseres 的分析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同产业间策略结盟的良好结构型

态是什么?行销的结盟与研发的结盟是不是网络结构不同?外包体系又会是什么

产业什么结构最好?当一个联盟体系包括多重类型关系时，如何描述这样的多重

结构?多重的结构又会受到什么样的交互影响?权力位阶在不同的结构中重不重

要?这些都有待更多研究加以解答。 



四、 顾客关系管理 

现有研究顾客关系管理刚好相反，是应用研究已十分充足而理论研究相对

较少的一块。现有的关系行销实务已磬竹难书，近来，一些新行销思维使得”口

碑行销”(mouth to mouth marketing)（Misner and Devine，1999）、”关系行

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McKenna，1991）、”两愿行销”(permission marketing)

（Godin，1999）、”一对一行销”(one to one marketing)（Weitz，1978）、”入会行

销”(affiliate marketing)（Collins and Fiore，2001）、”直效行销”(direct marketing)

（Jain，1978）、”目标行销”(target marketing)（Kotler，1991）、”友谊行销”(friendship 

marketing)（Baron，1997）…等等或新或旧的名辞被喊得震天价响，它们之间或

有一些大同小异之处，但基本原理都是行销之前要先建关系，行销对象不再是一

大群面貌分不出来的普罗大众，也不是面貌有些轮廓，但重点在其共同行为模式

的一群分众，而是一个一个认识清楚、露出迥异生活风格及各自偏好的个人。这

些行销观念的基础多来自人际传播理论及人际关系网络理论，实务也发展地十分

完备，已然是行销学中一大领域。除了这类强调实务的商战书籍之外，这类实务

也已然成为高等教育的修习课程，因而有了相关的教科书，如 Egan 所着的「关

系行销」(Relationship Marketing，2001；台湾有方世荣译本)一书便是此中翘楚，

使顾客关系管理成为可以系统学习的知识。 

至于这些书中所发展出来的实务作法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口碑行销的步骤被

分为如下步骤:一、一定要有好的产品并有清楚的定位，二、寻找适当的意见领

袖，三、发展展示商品的方法，以及四、帮助意见领袖建立连络管道(Baker，1994)。

在发展顾客一对一关系上，则应该注意以下的原则:其一、最首要的就是放弃市

场占有率法则，而改为顾客占有率法则。二、顾客占有率法则的先决条件是具备

能使顾客满意的产品，这样顾客才愿意重复购买。三、不再将顾客视为「目标」

或对手，要开始注重个别(潜在)顾客的需求，而不是注重一群顾客的需要。四、

必须要长期中在平常的时间也关怀每位个别顾客。五、记录顾客的前次交易。六、

加强与个别顾客的关系，设法扫除让顾客不满意的障碍。七、将顾客抱怨视为额

外的生意机会：当顾客抱怨时，等于提供了合作解决问题的机会。假使有接受抱

怨的准备，不但可以赢得顾客的忠诚，还可借着口碑赢得顾客周遭朋友的忠诚。

八、创造与顾客合作的机会。九、掌握顾客的忠诚度，每一次服务都满足了顾客

实时的需求，顾客才会产生品牌忠诚度，以及十、掌握顾客终身消费价值(Peppers 

and Rogers，1993)。 

至于顾客忠诚活动方面，则有第一、财务回馈方法，包括提供下一次购买的

折扣或赠品，以及累积点数，如飞航里程累积。第二、发展关系法，如在生日或

特殊节庆时，对会员问候甚至致送礼物，提供会员公司所办的活动讯息、特价活

动及产品目录，或提供会员讨论版区、聊天室以增进会员间的感情等作法。第三、



结构结合法，如提供售后服务或延伸性的服务，及积极结盟策略伙伴以提供会员

更完整的服务内容(罗家德，民 90)。 

未来议题意见领袖的研究仍是口碑行销的第一要务，虽然从 Lazarsfeld 开

始，意见领袖就一直是二阶段传播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

达，口碑行销忽然从社区范围可以扩大到全球范围，不但传播速度快、范围大，

而且往往效果惊人，所以研究网上口碑行销实为当务之急，网上的意见领袖在那

里?那一类产品要找那一类网上的意见领袖?他们之间的传播流程是什么?以及什

么样的网上社群适合人际传播?又什么样的社群网络结构适合传播? 

至于一对一关系行销，顾客忠诚关系的因素以及企业的顾客忠诚活动，如上

所述已有很多研究，但是随着一对一行销强调要占有顾客终身消费价值，对忠诚

顾客的服务已不止于重复购买，而更在于「总体解决方案」，也就是提供多样而

全面的服务，所以顾客对服务供货商要有信任感，信任供应者是站在顾客这一边

而非厂商那一边，这正是代理人(agent)的概念。代理人如何取得顾客这样的信任?

信任如何建立?信任又如何维持。尤其各行各业利用网际网络建立代理人，如理

财代理人、消费代理人、健康代理人等等，正是电子商务的未来愿景(Hagel，1998)，

如何在网上建立信任，维持信任?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议题。 

后记在一个正在快速扩张的领域中写回顾与展望，确实是一件不可能的任

务，难免挂一漏万，难以全备，尤其此文对公共关系与股东关系着墨甚少，遗漏

之处还希望有学者补正。作者不揣浅漏，先作啼声，为此一领域画一个轮廓，并

略述相关重要的理论研究以及应用研究，一方面期待更多的讨论使此一领域的轮

廓渐次清楚，一方面也希望拋砖引玉，使更多的学者、学生投入相关的研究，在

一个正待扬帆的领域里不断扩大其范围，深化其研究。关系管理不但是信息社会

中新管理哲学中的核心，更是华人管理研究里最重要的部份，离开了关系，华人

的人情社会就运作不畅，同样的，离开了关系管理，也无以了解华人组织中的管

理要义。关系管理对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未来都如此重要，期待看到更多的本土

管理学者可以投入此一领域，共创另一波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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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结构因素对工作满足之影响」，中山管理评论。以及林月云、罗家德等之「智能资本欧洲考察心得」，

国科会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 

 



注 2：作者感谢国科会在关系管理相关研究上的支持，包括「智能资本欧洲考察计划」，计划编

号：NSC93-2420-H-155-004-EIC。「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知识管理」，计划编号：

NSC93-2416-H-155-029。「大陆台商本地员工离职意愿之研究--以员工社交网络结构位置研究离

职意愿」，计划编号：NSC92-2416-H-155-025。「为什么高科技台商群聚于苏州？--以网络理论与

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投资地区选择策略」，计划编号：NSC91-2416-H-155-014。「信任在外包关系管

理中之角色—以两岸高科技公司作比较」，计划编号：NSC90-2416-H-155-016。「两岸高科技产业

网络之比较—以 NB 产业为例」计划编号：NSC89-2416-H-155-041。「关系网络与影响力—以组

织行为为例」计划编号：NSC89-2416-H-155-011。「西方网络式组织理论之反思－－以台湾经验

提出反驳」，计划编号：NSC88-2416-H-155-014。 

尤其感谢中央研究院，作者此一领域相关研究肇始于中研院社会学所信息社会研究三年期整合型

计划「以公司内计算机网络研究组织网络在信息化时的权力转型」。本文并感谢助理欧雨瑞提供

了很多资料并帮助整理。 

 

注 3：这里的顾客关系管理指涉的是与顾客一对一的关系，并不同于作为企业 e 化一部分的 CRM，

因为后者可能是大众行销的一环。 

 

注 4：虽然 Granovetter 后来强调新经济社会学仍以与经济学对话为最重要。 

 

注 5：网络资料的收集分两种，一是个人中心网络，一是整体网络(whole network)，前者以一个

人为中心调查他／她的某一方面或获取某一资源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性质与强度。后者则是

调查一群人的相互关系，可以作一群人关系网络结构的分析。可以参考罗家德(民 94)之「社会网

分析」一书。 

 

注 6：认知构面包括共同愿景、共同经验等造成认同的因素，不过 Luo(2005)以为这是一般性信

任(generalized trust)的前置变项，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因素，而不应被列为社会资本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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